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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视角下的身份重构

——论严歌苓长篇小说《陆犯焉识》
李雨霏

黑龙江大学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摘 要】：作为第三代海外华文作家的代表，严歌苓的跨文化写作立场赋予《陆犯焉识》独特的叙事视角与文化视野。小说以

20世纪 20年代为背景，围绕陆焉识的一生，展现其在西方个体文化与中国集体文化的双重压迫下，富家公子、留学博士、大学

教授、阶下囚、西北劳改犯等多重身份的叠加、撕裂与重构。在时代暴力与生存重压下，陆焉识的外在社会身份被彻底清零，却

在绝境中完成人性回归与精神重构。本文以跨文化视角为切入点，梳理陆焉识的多重身份演变历程，探讨其在中西文化冲突中的

身份迷失、清零与重构，并揭示作家自身的文化境遇与人物命运之间的深层互文关系。研究表明，陆焉识的身份重构不仅是个体

知识分子的精神蜕变，更是一代知识分子在历史洪流中的命运缩影，彰显出严歌苓超越文化差异、回归普遍人性的文学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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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严歌苓所代表的第三代海外华文作家的跨文化写

作立场

严歌苓作为第三代海外华文文学的代表作家，自 1989年

赴美留学并定居美国后，在国族文学史中便被边缘化。她既不

算是中国本土作家，也不算外国本土作家，正如梁艳所指出的，

以严歌苓为代表的新移民作家恰似“文学蝙蝠”，非鸟非兽，

在国族文学史叙事中处于尴尬却独特的边缘位置[1]。其独特之

处在于她长期身处中西两种文化语境中，既受到中国历史经

验、传统伦理观念与东方叙事传统的影响，又接受了西方精英

教育与个体主义思想观念，两种文化的相互作用下，共同塑造

了她扎根中国文化又超越本土视野的独特写作姿态，使其以一

种外部、冷静、平视且尊重个体的跨文化立场进行文学创作。

与前两代作家多带有“被迫出走”的流亡色彩不同，严歌

苓是主动选择海外写作的职业作家。这种“远距离回望”的空

间位置，使她能够跳脱单一文化视角的局限，以更具国际化、

客观性与反思性的眼光审视中国历史与现实，书写具有普世性

的中国故事。

这一跨文化立场鲜明地体现在其人物塑造与叙事选择中。

严歌苓始终对“文化夹缝中的边缘人”抱有强烈的书写执念，

她习惯于对同一人物原型进行反复演绎与创新性修改，通过不

同文本间的互文对话深化对人性与历史的思考[2]。例如《扶桑》

中在异国仍保有生命尊严与自我意识的华人女性、《小姨多鹤》

中在中日两种文化夹缝中挣扎生存的多鹤以及《陆犯焉识》中

兼具西方知识分子精神与中国历史受难者双重身份特质的陆

焉识，这些核心人物共享着“双重文化身份”与“精神漂泊者”

的本质特征，与作家自身的跨文化境遇形成深刻互文。

同时，跨文化的写作位置也赋予了严歌苓一种疏离而清醒

的“俯视”视角，使其能够相对超脱于本土意识形态与宏大叙

事框架，回归人性、生命与个体命运本身。在《第九个寡妇》

中，她避开主流历史话语，从民间生命本能与人性本真出发，

勾勒出乡村半个世纪的生存模式；在《金陵十三钗》里，她超

越简单的家国仇恨，聚焦于战争中女性的尊严、牺牲与人性光

辉的塑造。这种超越民族、国别，直击人类共通情感的写作方

式，正是其跨文化立场的集中体现。

严歌苓的写作实践，也集中呈现了第三代海外华文作家的

整体特征。相较于第一代作家浓烈的家国乡愁与流亡意识，以

及第二代留学生作家突出的文化冲突与身份焦虑，以严歌苓为

代表的第三代作家，通过对同一母题的反复书写与互文对话，

实现了海外华文文学从“乡愁书写”向“世界性写作”的重要

转向[2]。

2 陆焉识身份重构的文本阐释

《陆犯焉识》中，主人公陆焉识是一个多重身份叠加、持

续处于精神撕裂与身份剥夺状态的知识分子典型。按照小说的

时间发展顺序依次分析，陆焉识有以下几层身份。

首先，他是一位旧时代的富家公子，“陆家刮刮锅底，也

撑得死两三代人”的叙述，直观地呈现出其优渥的家庭环境[3]。

作为备受继母恩娘宠溺的儿子，他自幼生活在衣食无忧、无须

为生计操劳的家庭中。恩娘时常为其购置衣物、私下给予钱财，

纵容其肆意挥霍的消费观念。这种物质丰裕、缺乏约束的成长

环境，塑造了他自由散漫、不受规训的性格底色，也为其日后

接受西方个体主义文化埋下了重要伏笔。

其次，陆焉识是西方现代教育塑造出的典型精英知识分

子。留美五年的经历使他形成鲜明的西式人格：言辞犀利、热

衷公共表达、行事张扬、崇尚个体自由。无论是参与校园讨论，

还是针对国际政治议题发表见解，他都展现出西方知识分子式

的批判意识。这种外向、独立、以自我为中心的精神特性，与

自古以来中国传统文化所推崇的含蓄、内敛、中庸形成鲜明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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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然而，这一由西方文化建构的精英身份，在其归国之后又

迅速瓦解崩塌，成为其身份困境的开端。

归国后，陆焉识被迫承担起家庭伦理关系中的全部男性身

份，恩娘的情感依附对象、冯婉喻的丈夫与孩子们的父亲。他

被迅速卷入传统宗法秩序之中，其个人意志被家族责任所覆

盖。他的婚姻由恩娘安排，成为维系家族体面与延续香火的工

具，而非情感选择的结果。在婚姻关系中，他长期处于情感疏

离状态，以精神逃避与自我放逐回避责任，形成典型的“伦理

失语”。冯婉喻愈是坚守与付出，陆焉识的冷漠与逃避便愈凸

显出其在传统伦理结构中的精神挣扎。

与此同时，陆焉识还拥有大学教授的社会身份。作为知识

分子，他在讲台上兼具学识与风度，以理性精神反思传统文化

与礼教束缚；但在现实生活中，他却深陷封建礼教的规训中难

以挣脱。他在思想上追求现代性与个体解放，在行动上却受制

于传统家庭结构，这种知与行的分裂、理想与现实的冲突，构

成其知识分子身份最核心的精神撕裂。

政治运动的到来，使陆焉识的身份发生颠覆性变化，由精

英知识分子变为反革命分子与阶下囚。社会身份被彻底剥夺，

尊严与地位荡然无存。正是在这一绝境中，他开始真正思索、

感知冯婉喻长久以来的深情与付出。探监时带来的食物，不单

是生活物资，更是承载情感、责任与救赎的生命符号。陆焉识

在囚禁中完成迟来的情感觉醒，却已身陷绝境，悔之晚矣。

在所有身份中，西北劳改犯构成陆焉识生命历程的最核心

身份。龚自强在对《陆犯焉识》的研究中指出，小说并非简单

的历史控诉，而是一种具有深度复杂性的“后伤痕”书写，它

在政治暴力的重压之下，依旧执着地呈现人性的坚韧与情感的

力量[4]。他被剥夺姓名，以外号“老几”生存，成为集体化体

制中无差别的、可随时被替代的生命个体。饥饿、严寒、苦役

与精神羞辱构成其日常，但他并未彻底从众。为求生存，他伪

装口吃、隐忍退让、避免冲突；在极端匮乏的环境下，他以“盲

写”的方式在精神世界中坚持思考与书写，守住知识分子最后

的精神底线。肉体被囚禁，思想却保持独立，这一分裂状态恰

恰凸显出其知识分子本质。

劳改七年之后，场部礼堂播放的科教片成为重要转折点。

为一睹银幕上女儿丹珏的影像，陆焉识冒险贿赂、冒雪夜行，

虽仅观看到影片末尾，却由此激起他与亲人重逢的强烈渴望。

这一看似微小的事件，最终成为其出逃的直接动因。

此后，陆焉识成为逃亡逃犯，在隐匿与漂泊中完成对亲情

的回归。最终，为避免妻女被牵连为“敌属”，他主动自首。

至此，他彻底告别西方精英文化塑造的自我，将生命重心回归

于家庭、责任与情感之中，实现身份的最终和解。

至此，陆焉识的多重身份彻底建构完成。从富家子弟到留

洋精英，从家庭身份到社会身份，从政治囚徒到劳改犯，再到

回归情感的归家者，其身份变迁深刻呈现出知识分子在特殊历

史语境下的生存困境与精神重构。历史暴力、传统伦理与生存

压力层层剥除其社会身份，却也使其回归最本真的人性。陆焉

识的悲剧性，正在于他在身份被彻底清零之后，才真正理解爱、

责任与救赎的意义。他的归来与自首，标志着知识分子从自我

放逐到精神回归的完整历程，使其成为当代文学中极具历史深

度与人性内涵的知识分子典型。

3 跨文化冲突中知识分子的“身份清零”与“人性重

构”

陆焉识的一生，是美国现代个体文化与中国传统集体文化

持续碰撞、冲突，最终在历史重压下完成重构的一生。中国传

统文化以儒家伦理为核心，强调家庭本位、集体优先、长幼有

序，个人意志必须服从集体利益，因此个体价值常被置于伦理

秩序之下。与之相对，美国文化以个体主义为核心，强调个人

自由、权利优先、自我实现，鼓励个体突破束缚、追求独立价

值。两种文化存在根本差异，而这差异必然导致冲突。

故事发生在 20世纪 20年代的中国上海。这一时期是近代

以来西方文化输入规模最大、冲击最为剧烈的时期。作为沿海

通商口岸与租界城市，上海是西方文化传播的前沿重阵，西式

教育、英文语境、现代生活方式与都市文化深刻影响着青年知

识分子的生活。西方文化的渗透不仅塑造了陆焉识的生活趣

味，更催生了他对西方现代文明的精神向往，为其赴美留学与

文化认同奠定了基础。

西方文化对陆焉识的影响并非抽象概念，而是体现在价值

观念、行为方式、情感态度三个层面。陆焉识在美国留学期间，

崇尚自由恋爱、重视个人情感、追求精神独立，不愿被婚姻、

家族、政治所束缚，在他与加拿大女孩望达的情感关系中，陆

焉识从未向望达坦白自己在国内已有婚约，也从未思考过这段

感情的归宿与结果；他享受西方文化赋予的“爱与被爱”的权

利，却刻意回避了情感背后应有的担当。对他而言，爱情是自

我实现的方式，而非彼此托付的约束；快乐是首要目的，责任

是不存在的。这种文化倾向使他在面对中国传统家庭伦理时，

表现出明显的疏离与不适。

归国以后，他立刻被卷入以家族伦理、社会秩序、集体意

志为中心的传统文化结构之中。他追求的“自我”与传统家庭

要求的“顺从”冲突；他追求的“自由婚恋”与传统“包办婚

姻”冲突；他追求的“独立人格”与传统“等级秩序”冲突。

这种文化错位使他陷入持续的精神痛苦。当然，他也尝试反抗

了。书中，同学大卫・韦多次劝说陆焉识加入激进政治组织，

希望他投身集体运动、承担社会使命，但均被陆焉识明确拒绝。

对陆焉识而言，加入党派意味着放弃独立思考、交出自由意志、

服从集体立场，这与他从西方文化中获得的个体独立、思想自

由、精神自主完全相悖[3]。他不愿成为意识形态的追随者，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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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大卫・韦以理想、责任、时代使命相劝，陆焉识依然坚守“我

只属于我自己”的个体立场。此刻，西方文化塑造的“精英自

我”与中国文化要求的“伦理角色”产生剧烈冲突，他长期处

于精神撕裂、身份错位的状态。

真正对陆焉识完成“文化重塑”的，是西北荒漠的劳改生

涯。劳改场是中国集体主义文化最极端的形态：在这里，没有

个体、没有姓名、没有尊严、没有思想，只有编号、服从、生

存。在极端环境下，西方文化赋予他的个体意识、尊严、自由

被全面压制；而中国文化中“隐忍、生存、责任、坚守”等底

层特质被重新唤醒。这一过程，是西式自由身份的死亡，也是

中式生存身份的诞生。

严歌苓的深刻之处在于，陆焉识并未在集体化体制中彻底

丧失自我，而是在两种文化的交叉边缘区实现新的身份建构。

在极端苦难中，他保留了西方知识分子的精神底色——以“盲

写”坚持思考与书写；与此同时，在中国式的亲情、等待、苦

难与守护中，他逐渐理解责任、忏悔、珍惜与归属。西方文化

赋予其灵魂与理性，中国文化赋予其根基与情感；西方文化使

其成为知识分子，中国文化使其回归完整的人。

最终，陆焉识从西方式的自由个体，转变为东方式的集体

成员。其身份重构，是跨文化冲击下现代知识分子的典型命运，

是特定历史时期知识分子群体的精神缩影。他的变化表明：真

正的主体身份并非单一文化的产物，而是在跨文化碰撞、破碎

与重建中产生的复杂人格。

这一人格形成恰与严歌苓自身的跨文化境遇形成深刻互

文。作为游走于中西文化之间的移民作家，严歌苓在文化碰撞

中不断反思母语、历史与自我认同。她与陆焉识共享文化边缘

人的生存境遇，这种不归属任何单一文化的游离状态，并非身

份的失落，而是一种更具普遍性的人类立场。梁艳将其概括为

新移民文学的“边缘”所蕴含的“中心性”，即在跨文化夹缝

中，反而抵达超越民族、回归人性的文学中心命题[1]。

严歌苓将其对个体与集体关系的思考，投射于陆焉识的身

份蜕变之中，既批判西方式的个体放纵，亦反思东方式的集体

压抑，进而在两种价值之间探寻人性的平衡点。通过陆焉识的

“身份清零”与“人性回归”，严歌苓完成了自身跨文化立场

的美学表达：当一切文化身份、社会身份、阶级身份被剥除之

后，人最终回归的不是西方或东方，而是普遍意义上的人性、

情感、良知与爱。

综上所述，真正的文化身份，既非对西方的盲目崇拜，也

非对传统的完全遵从，而是在跨文化的碰撞与重构中，形成以

人性为核心、以情感为根基、以良知为尺度的完整人格。严歌

苓以跨文化的双重视角书写陆焉识的命运，不仅是对一段历

史、一类知识分子的回望，更是对现代知识分子精神出路的深

刻探寻。在中西文化不断冲突、个体与集体争辩仍存的现代语

境中，陆焉识的身份重构说明，只有超越文化对立、挣脱意识

形态束缚、回归普遍人性，知识分子才能在时代洪流中守住自

我、完成救赎。这既是《陆犯焉识》的思想深度所在，也是严

歌苓跨文化写作最恒久的价值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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